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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去年七一前，中国作协组织去中国
历史展览馆参观，内容十分丰富，教益颇多。
大家都来自文艺界，自然十分关心相关展陈
内容。其中有一专门的展区，是介绍“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大家边参观边讨论，这个关
于文艺的“双百”方针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我因为正在读《毛泽东年谱》（下文简称《年
谱》），对此有一点印象，就提到应该是1956
年。但对此确实也不敢斩钉截铁。回来后又反
复查阅《年谱》，认为自己所说大体符合事实。
确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有个过程，
这个过程包含两层含义：既是毛泽东的想法、
意见逐渐上升为党的方针的过程，也是在实
践中检验并逐渐确定为党的方针的过程。关
于“双百”方针，我们很容易说就是文艺方针，
事实上，至少在一开始提出时，毛泽东的本意
是将它确立为文艺与学术的方针。

在毛泽东那里，两个概念的单独、分别
提出可能还可以更早好几年。合而为一讨
论的，大体应该就在 1956年。这一年的 4
月 28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他在总结讲话中谈到了“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问题，指出：艺术问题上的
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
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
群众中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
两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
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

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这次会议比较集中、明确地讲到了“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我看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方
针”，可见还是试探性、建议性的说法。1956年5
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
议，他在讲话中再次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谈道：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
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关于百花
齐放，指出“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
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
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关于百家争鸣，指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
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
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
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学
派，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
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首先，从总体上认为，确立这个方针“是
有必要的”。同时或比喻或正式地讲明了“双
百”的含义。从我阅读《年谱》的感受，毛泽东
在这个时候提出“双百”方针，除了希望文艺
和学术繁荣，还基于他一直以来希望和倡导
的党员干部要多学习、多掌握知识的观点。
1956年1月以来，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干部
以“老粗”为主不行，要尊重知识分子，甚至党
员干部自己要努力变成知识分子。在此背景
下，希望文艺和学术繁荣发展，并为广大群众
喜欢和接受，希望党员干部带头学习文化，掌
握知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已经面
对、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在5月2日
的讲话中甚至还为“百家争鸣”举了例子。他
说：“一方面批评斯大林，一方面保护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种财产，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应
该批评。正确的东西应该保护，当做我们的武
器，不要把这把刀子丢掉了，因为有用处嘛。”

一直到这一年的6月8日，毛泽东审阅陆
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并同意发
表。这篇长达1.5万字的文章发表在6月13日
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开始就明确写道：“中国
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
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宣布过了。”由此可知，陆定一明确讲到

“双百”方针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宣布的，是中
国共产党对文艺和科学的方针。这里，之前的

“学术”置换成了范围更大的“科学”。同样是在
1956年，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把“双百”
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决议当中。从此，一个
在言谈中酝酿、在会议上讨论、在报纸上发表
的概念，经由党的最高会议确定下来。当然，如
果细读《年谱》，还会看到，此后很长时间，甚至
一直到1959年，毛泽东都在一些场合就“双百”
方针的适用性问题和一些人士进行探讨。

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发展如何
翻天覆地，文艺与科学的变革如何日新月异，
在当代中国，“双百”方针依然是党领导文艺
和科学的方针。为其注入新内涵，使其发挥更
加积极的指导性作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值
得汲取的经验，也有一些不能忘记的教训。梳
理清由来、缘起，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深刻内涵。这当然不
是这一篇小文章能说清楚的，如果能由此引
起大家更多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则甚幸矣。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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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之前，《克莱门特的〈金瓶
梅〉翻译》摆在我面前。捧着这本装帧雅
致的小书，一则新鲜，二则恍然有旧友
重逢之感。书诚然是新书，但书里的好
些内容，我听作者絮絮叨叨已将近10
年了。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念念不忘对

“光阴如梭”“白驹过隙”等俗语翻译策
略的评批，以及对书中一些“译错了”的
细节的挑剔。我本人多年来一直在《红
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思、
闵福德译本之间爬梳比对，感叹译事之
难和优秀译者的精彩表现之余，常替他
可惜：这么好的中英文功底，不去鉴赏
经典译本的精彩之处，枉抛心力做批
判。但他显然乐在其中，另外也是责编
的职责使然。翻遍全书，基本可以看出，
他积攒的大量错译误译的例子，读者不
会在意，译者本人也不在意，甚至原作
者倘能再生也未必会如何介意，但身为
要对读者和质检有所交代的责编，尤其
双语对照版图书是最不能包容错误的，
很多误译之处他确实不能不理。

书稿的基础就是作者十几年前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大中华文库”中英
对照版《金瓶梅》一书责编时留下的编
校记录，在此基础上他查访许多资料，
梳理了《金瓶梅》在英语世界里翻译和
出版的历史，写成两篇长文，也就是这
本书里的“《金莲》的翻译、出版与修订
传播”和“《金莲》的翻译问题考察”。这
是两份沉甸甸的文献，尤其是对《金瓶
梅》翻译史的爬梳，以及对《金莲》一书
翻译情形的推断。译者克莱门特在译
本卷首向老舍先生郑重致谢，但据本
书作者考察，老舍对于曾经参与外国
译者的《金瓶梅》翻译三缄其口，从不
提起。他在其中究竟起到多少作用，是
一个有趣的难解之谜。《金瓶梅》公认
的最佳英文译本是美国学者芮效卫翻
译的五卷词话本，从第一卷到第五卷
的 出 版 时 间 绵 延 至 20 年（1993-
2013），而译者在第一卷卷首坦言，此
卷出版前他已经在这部中国古典小说
上耗费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精力——早
在1985年，香港的《译丛》杂志上确已
发表过芮效卫对《金瓶梅》一些章回的
翻译和相应的研究文献。相形之下，
《金莲》的翻译时间要少得多：“据他自
己说，他大概是从1924年开始翻译这
本书的，翻译用了五年，对译稿打磨修
订和处理校样则耗了近十年时间。”大
概老舍先生确实帮了他不少忙吧。

我国读者普遍将小说作为消遣读
物，但在多数外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眼
里，中国古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很高。
他们从《红楼梦》和《金瓶梅》《儒林外

史》里认识明清时代中国人的言谈举
止，了解古老中国的园林、服饰、医药、
饮食、文玩、官场上下、三教九流，像是
近距离观赏一部连台大戏，不知不觉
就会沉浸其中，既被优雅细腻的艺术
内容所吸引，也为封建黑暗的现实而
动容，忍不住动手将它翻译成本国文
字，介绍给母语读者。邦斯尔（彭寿神
父）和霍克思译《红楼梦》的英译本、松
枝茂夫和伊藤漱平译《红楼梦》的日译
本、雷威安译《金瓶梅》《聊斋志异》的
法文译本莫不如此。《金莲》的译者与
这些翻译家相比略显轻松一些，从他
的译者自道和对译文的处理方式来
看，他都没那么在意原著的“神圣”与

“完整”，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
格：大胆删削原文，时常调整对话人物
甚至是对话内容，语词、断句和数目等
方面的细节错误不断，但整体而言是
一部语言流畅、节奏鲜明、画面感很
强、非常能吸引一般读者的优秀译本。

对于《金莲》译文的传神之处，《克
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一书中总结
了寥寥八条；但对译者所做的删削和
犯下的“错误”，则从“认字”“断句”“成
语俗语歇后语”的误解到省略、漏译、

“人名人称”的误译等多方面，整理出
10个章节的内容。不仅如此，作者还
总结出一个很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
有些错误，在书中前面一些章回里都
是译错的，到后来一些章回却译对了。
这是否说明，随着对一些词汇或俗语
习语见识的增加，译者后来理解了正
确的含义，在译文中有所调整，只是没

有回去在前面的译文里重新捉一遍
“虫”？从其他名著的一些经典译本来
看，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并非独例。
举世公认的中文英译大家霍克思先生
晚年亲自修订《石头记》译本，前两卷
章节里有些细节的错误，香港翻译大
家宋淇专门撰文著书指出过的，他也
并未改净——事实上，虽然霍克思非
常感谢宋淇对他译文的关注与批评，
但宋淇指出的绝大多数错误，比如著
名的“怡红”与“快绿”之争，再如贾府
和大观园里一些花鸟的细节乃至诗词
中的删削，他都没有改。翻译家大多是
倔强的。

既然是责编手记，这本书的主要
内容自然是对《金莲》译文错误的总结
与分析。从头至尾看下来，错字、断句、
成语和俗语谚语方面，作者目光如炬，
所指出的绝大多数“错译”都是实实在
在的错误，有些甚至是辨认字形不够
准确造成的，如“狼”与“狠”之别、再如

“不差甚么”误解成“不羞什么”，这种
毋庸多言；比较有趣的是成语、俗语与
歇后语的翻译“错误”，书中举出的一
些例子，在不甚熟悉古代俗语的中文
读者看来，也颇为解惑。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中指
出的另外一种“误译”，是译者在行文
中张冠李戴，将对话或叙事中的人物
弄混弄错，如春梅和秋菊的混乱、孟
玉楼和吴月娘的混淆等，这些批评都
是准确的；但作者批评的《金莲》里另
外一种常见的情况：译者将对话人物
另行调整，原著里某些说话人在译文
里成了另外一个人，言谈内容也相应
地有所变通，这种应该不属“错误”，
而是译者为了照应中英文表述习惯
差异而做出的技术处理。原著七十九
回里冯妈妈和西门庆、王六儿的对话
即是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例证。

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语言里的翻
译一直是大有难度的。难在思维方式
的差异，也难在许多文化内容的此有
彼无，不知从何译起。《红楼梦》的保加
利亚文译者韩裴就曾撰文感叹，“翻译
《红楼梦》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曹雪芹小
说中蕴含的极大丰富的文化知识，犹
如百科全书一般”。无论是人物角色及
其姓名自带的种种象征，还是传统的
中国植物、药材、建筑术语乃至服装、
饰物等等，在保加利亚文里都没有对
应的词汇。译者或用音译加注，或想尽
办法在母语文学里寻找资源移花接
木，都是需要大费周折的。《金莲》的译
者面对《金瓶梅》，遇到的困难不会少
到哪里去，他在翻译过程中的删削与

“错误”，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翻译的一大难点也在于古代俗语

的理解之难。不要说外国译者，即便是
我们本国的学者，也难免偶有望文生
义或不得甚解的情形。启功先生谈到
他为《红楼梦》做注释时遇到的困难，
曾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在《金瓶梅》
和《醒世姻缘》中也出现过的“不当家
花拉的”一词。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
注释《红楼梦》时曾以为是“不了解”的
意思，后读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才
知道“不当家”即是“不应当”“不应该”
的意思。“家”是词尾，“花拉的”是这个
词的附加物，是为增加这个词的分量
的。汉语的词汇浩如烟海，本国的资深
学者尚且容易出错，对于西方译者在
翻译中的错失，我们似乎不必过于计
较。毕竟《金瓶梅》这样一部长篇小说
译成活灵活现的英文，大量古老中国
的市井人物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得以传
达到另一个语言世界里，吸引着西方
大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这已是值得
赞赏的一项成就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家都倾向
于挑剔汉语典籍的外语译本出现了哪
些错误，这是一种传统。翻译是不可能
不出错的，有些是译者的大意或能力
不逮所致，但原著内容在另外一种语
言里的许多删改与变形，主要是因为
译者的目标读者并非能阅读外语的中
国人，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
而只需要一个精彩故事的外国人。就
此而言，《金莲》的译者还是比较称职
的。他会被专门著书批评得这样透彻，
应该是生前万万想不到的，如果他泉
下有知，大概会像霍克思先生面对宋
淇的批评一样，既感叹又感谢吧：

“身为一名外国译者，译作要经受
中国专家如此通透的审阅，多少有点
惊恐；同时又为这样受重视备感骄傲
和满足——译文中不管有多少偏失或
错误，竟然引起如此关注……不过我
觉得凌驾于其他一切感受之上的乃是
感谢——如果宋先生不反对，不如说
这是一种‘同道之谊’——放眼所有读
者，我确信宋先生是知我者。无论赞同
还是反对，他总明白我做了些什么，或
努力想做到什么，而且知晓我为何如
此。得到理解胜过得到赞美。”

周绚隆此著对于英文版《金莲》的
意义，大致与此相类：认可这是一部优
秀的译作，倾注大量精力去知晓译者
的努力及其成败，虽然纸面上的赞美
不多，但胜在尊重与理解——真挚专
注的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赞美。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说《金莲》：一位双语版责编的翻译研究
李晶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那些
智者先贤为民族自由解放付出的
智慧与牺牲，人民创造伟大历史
的雄浑壮丽，早已成为激励后代
的磅礴热情与精神力量，也激励
这一代代作家以之为不竭源泉，
接力讲好中国故事。在1840年鸦
片战争之后，面对世界风云突变，
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逐
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
数仁人志士努力以自认为可以施
行的方式，力图挽救中华民族走
向衰亡，为改变民族命运而接力
奋斗，事迹可歌可泣。青年作家徐
鹏为纪念川渝留法勤工俭学青年
由太平门出发，到海外找真理，践
行革命初心的峥嵘岁月，积数年
之功创作历史小说《太平门》，为
重庆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留下了精彩文学记录。

徐鹏尊重历史真实，通过小
说艺术地揭示了历史进步发展不
可逆转的必然性。从1910年川汉
铁路筹建到1920年重庆留法预
备学校首批毕业生赴法国勤工俭
学，10年间整个四川乃至全国革
命的种子不断萌芽，川渝人民在
革命者的引导之下，如何走上革
命道路，汇成一股革命的伟大力
量，《太平门》的描写有着不少超
过以往文学书写的可圈可点之
处。重庆太平门曾是川渝两地青
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启航之门，见
证了革命志士如何投身革命洪流
的感人场景，作为一位青年“海
归”，徐鹏透过史书发黄的书页，
拨开历史的云雾，以重庆这座光
荣城市不平凡的革命历程为坐
标，围绕太平门建构小说文本，为
我们勾勒出一幅风云际会的革命
志士奋进图。

小说内容有着坚实的历史依
托，那就是在内忧外患兵戈四起
的世纪之交，重庆江津18岁青年
王培菁为求真理东渡日本，在重
庆老乡邹容革命思想启蒙下加入
同盟会。邹容牺牲3年后，王培菁
受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
邀请回国，到重庆体育学堂担任
教员，发展革命青年力量。邹容同
窗好友杨沧白引荐王培菁与张培
爵等14名大多为留学归来的志
士们成为莫逆之交，放弃优越生
活走上革命道路。王培菁拒绝袁
世凯提出的高官厚禄，29 岁时
便被袁世凯杀害。1919年，重庆
商会会长汪云松与温友松等人
筹办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
帮助包括聂荣臻在内35名重庆
学子赴法勤工俭学，后重庆留
法预备学校开设，来自四川广
安的邓希贤与 110 名寻找革命
道路的年轻人到这里接受真理
的洗礼。1920 年 7 月 19 日，重
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毕业生结
业，8天后，他们由重庆太平门
码头乘坐“吉庆”号客轮顺江东
下，到上海后又转乘法国邮轮

“盎特莱蓬”号赴法勤工俭学，
次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
命面貌焕然一新。

作者怀着对历史的敬畏，深
研辛亥革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史，触摸和表达历史发展的规律
与精髓。历史的道路从来就不是
平坦的，冲破艰难险阻，开辟出全
新的境界，靠的就是雄健的精神、
顽强的意志。那些革命先辈于暗
夜里寻找真理、启发民智，义无反
顾地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去唤
醒民众，打破百姓精神上的蒙昧
萎靡，号召人们奋起猛烈冲击腐

朽顽固的封建王朝的历程，这是
小说《太平门》一再揭示给我们
的。小说里的佘英曾说，第一次读
到邹容的《革命军》就认定了中国
人要有自己的中国，不单单是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还要创立民
国、平均地权。

小说体现出强烈的辩证意识
和唯物史观，全书从戏班流浪艺
人辛佑国起笔，以被革命洪流所
带动的普通民众的群体形象，揭
示了民众之中蕴藏的力量与智
慧。如辛佑国40岁出头才由清帝
国首都周边省份一个偏远山村逃
难出来，跟着一个个戏班，靠着

“下九流”里的“不入流”人的帮
忙，慢慢生存与成长起来，最后成
为华咸声的导师、徐春风的灵魂
指引。而活动于洪门会、广成货
栈、背海堂的人们，《蜀报》主
编邓孝可，川剧名角杨素兰，同
盟会重庆支部的杨沧白，新式学
堂的章列五，以及耿省寨、冉
庆、大虎、林宝斋等，他们在社
会生活和劳动中创造财富，传承
和塑造风俗秩序，似乎误打误撞
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实际上是
接受着革命洗礼，自觉或不自觉
地参与了推动变革，推动社会进
步的历史运动。这些普通人慢慢
感觉到的，其实是全川乃至全国
此时都已经在四处播撒生长革命
的种子，酝酿和发生着的轰轰烈
烈的革命运动。而华少昌之子华
咸声的成长更集中反映着革命风
潮摧枯拉朽的作用。他到重庆府
中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个课堂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万国造”的
大杂烩，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不
断点燃他心中的智慧之灯，促使
养成新的思维方式，把报纸上的

理论知识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联系起
来，并不断加以应用，走上报效祖国
之路。

小说视野开阔、结构宏大，涉笔
上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比如川汉铁路建设、川汉铁路倒账
亏空、保路运动、橡胶业及橡胶股票
在上海股市的剧烈波动，各地新式
学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1905年绵
延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报业的崛
起以及武昌起义、重庆独立、民国政
府成立，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
护法战争宣告失败、巴黎和会、五
四运动、重庆学生爱国运动、五四
运动后知识分子与工人阶层结合
等等，反映了作者历史脉络清晰，
知识储备之丰富。我更感兴趣的是
小说对中华文化富于热情的表达。
小说里像辛佑国这样的说书人，将
中华历史、文化和传统口口相传下
去，也将民众对生活的预想和憧憬
传诵出来，体现着对历史的保存，
对忠奸、善恶和美丑的判断。小说
通过人物之口说，自古以来，包括
美食、匠作、说书、讲古、摆龙门阵，
以及川剧表演等瑰宝，同样为人民
所创造。小说对巴山蜀水之地几乎
无处不演的川剧进行了浓墨重彩的
描写，特别是通过川剧艺人杨素兰
的刻画，反映了艺术与社会与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
委员、《文艺报》总编辑）

铭记历史所激发的热情
——读徐鹏的历史小说《太平门》

梁鸿鹰
李琳之的新著《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

下的早中国时代》日前由研究出版社出版，他快递
给我，嘱我写几句评述。我对夏商周三代没有深
究，仅仅是一些常识性的了解，这也是他给我的一
次良好学习机会。

21世纪之幕甫揭之时，也是中国国学火热之
时。中国老百姓在解决了吃穿行住等基本生活之需
后，热衷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一批
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知识解
读、言说和书写，借助着信息化时代新的媒介方式，
对于社会上一般知识世界中的历史观、人生观的形
成非常重要，李琳之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李琳之关注历史始于晋商。因他的哲学专业
背景，中规中矩的“学院式”研究远远无法满足他
的需求，实地走访与考察，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
总能使他在晋商的研究中超凡脱俗、观点清新、引
人入胜。历史研究终极目标是什么？是求真，是复
原，还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引发人们的纵深思考？李
琳之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其目的显而易见。10
多来年，他在工作之余，南游江淮，东涉齐鲁，西及
陕甘，北达蒙辽，迹遍全国，在中国大地上阅读，在
游历中思考，穷源竟委，溯中华文明之源，构建“上
古中国时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考古学出现之前，对早
期中国历史的认识主要依赖传统的历史文献。虽然
研究者大都抱着“必于史职求真”的态度，怎奈上古
史事记载都是零星、碎片式的记载，不系统，且研究
者因个人修为不同，研究者所构建的上古历史必是
每个研究者个体选择的结果。由此才有顾颉刚先生
高擎“古史辨”的大旗，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
史”学说。现代考古学为史家“求真”提供了某种可
能，但考古材料存在着偶然大于必然的问题。能够把
个性的东西或者材料连缀起来，结合历史记载，形成
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这种工作研究难度大，挑战度
极高。即使国家“九五”期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在
一些关键问题上仍然无法解决，足见难度之大。李琳
之选择这样的题目展开工作，正是他敢开新局一以
贯之的勇气和胆识的体现！

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信息量大。全书前
言加正文的 11章，注释条目共计 1089条，所引古
代文献达 84 种，考古文献则应收尽收。将文后的
注释加以整理，无疑是一篇很好的“晚夏殷商八百

年”的资料索引。
对于上古历史的研究，既需求有扎实的历史文献

功底，又必须能够熟练地运用考古材料。当下能够将
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论证考辨的学者少之又少。在
本书的讨论中，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很好地结合起
来，驰骋古今、错综隐括，则是该著述的另一个特点。

其次，本书兼具了“演义”体裁的特征。变论证为描
述，“年载悠邈，简册阙遗”，自成一家。通过材料的梳理，
以时间为经，以王为轴，按照历史发展过程自然地形成
11个篇章，每个篇章又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面貌，严肃的史事变得轻松欢快，可读性很强。较
之秦汉以来的史事，上古更为艰涩，处理起来很不容易。
表面上看似写得轻松欢快，但这种轻松是建立在扎实的
考证辩证基础上的，李琳之在背后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出版以后，都会或多或少存在
一些问题，这本书也不例外。如在运用历史文献时，就需
要认真注意文献的版本。像《国语》，使用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8版韦昭的注本就很好，再无必要使用其他版本
了；《读史方舆纪要》，目前已经有贺次君、施和金的点校
本，就无须使用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的影印本了。
史学著述中，除非必要，一般情况下，一种文献只会使用
一种版本，不会同时使用多达4个不同的版本。

李琳之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
中国时代》这本书，对于想了解和研究上古中国历史
的读者而言，是难得的一本好书！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

重构中国史前史
——读李琳之《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

王杰瑜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
周绚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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